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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工资: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
企业制度还是社会环境 ?＊

———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模型

刘林平　张春泥

提要: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 , 构建了
一个决定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模型。本文发现 , 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 、培训 、
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
业制度中的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 , 规模越大 ,工资越高 ,工种表
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是否签
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
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本文认为 , 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
市场一端的 , 高度市场化的 ,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 ,也少受劳
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的 , 没有地区性差异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
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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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在马克思看来 ,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价格体现 。“劳动力的价值 ,

是由生产 、发展 、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 。

“劳动力的价值由两种要素所构成:一种是纯生理的要素 ,另一种是历

史的或社会的要素” 。后一种要素 ,马克思认为 ,是“每个国家的传统生

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不仅包括满足生理上的需要 ,而且还包括满足

由人们赖以生息教养的那些社会条件所产生的一定需要”(马克思 ,

1972 1898:181 、199)。

马克思的经济学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他对工资的考察不是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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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经济学的立场 ,而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立场。因为 ,他把工人得到

的工资置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社会结构之中 ,工人的工资当然还取

决于与资本家的斗争 。但是 ,马克思认为 ,工资和劳动力生产率之间没

有函数关系 ,也与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化没有大的关系 。

在马克思之前 ,古典经济学的诸多代表人物都以社会—经济因素

来解释工资。比如 ,亚当·斯密就注意到工人与老板的讨价还价 ,由习

俗 、惯例 、人道主义和培训成本所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一个国家

的发展阶段等因素对工人工资的影响(亚当·斯密 ,2005)。

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经典资本理论的挑战 。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能够对自身进行投资 ,并产生经济回报。林南

(2004)认为 ,马克思理论中的劳动者是可以替代的 ,所以在一定生产条

件下 ,如果生产的产品相同 ,则劳动者的工资是一定的 。而人力资本理

论认为拥有不同教育程度 、身体状况和职业经验的劳动者之间未必能

够简单替代 ,因为不同劳动者的价值和报酬是不同的 。人力资本理论

把对工资影响因素的探讨从较为宏观的社会 —经济层面带入了较为微

观的个人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层面 。明塞尔指出人力资本理论的

中心是关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以及培训 、经验和职

业流动对个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和部门及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所

以 ,在人力资本理论看来 ,影响工资的因素主要还是微观层面上的教

育 、培训 、劳动经验和职业流动(Mincer ,1989)。

仅凭人力资本理论还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工资问题 。格伯总结了决

定工资的三大理论视角:新古典主义 、制度理论和结构分析(Gerber ,

2006)。人力资本理论即为新古典主义的视角。这一视角中 ,劳资双方

在确定工资的问题上都试图最大化他们行动的结果 ,并根据工人的特

殊素质和人力资本形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 ,反复多次协商来达成

合同工资的数目 。新古典主义工资观的核心是:1 、开放的劳动力市场

竞争 ,劳资双方能够反复协商以确定工资 ,所达成的工资应该是劳资双

方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达到的平衡点;2 、人力资本在竞争中几乎是

最重要的 ,在决定工资上是近乎惟一的变量。与新古典主义不同 ,制度

的视角并不认为工资是在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达成的 。寻职和雇

佣中的交易成本 、公司内部工作的性质 、工人能力和士气的不确定性 、

工会的影响以及工人的集体行动等因素都会阻碍市场机制的完全发

挥。因此 ,决定工资的不是市场而是制度 ,这些制度包括内部劳动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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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职业阶梯 、集体讨价还价 、标准的工资计划等。结构分析将注意力

从关注工人自身的特性转向关注工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的位置和特性 。

这一视角更关注决定工资的系统性变量 ,如工作和工作组织的类型 。

结构主义者认为不同职业地位的工作、不同产业和部门的公司 ,以及公

司的规模是决定工资的重要变量。“结构分析的视角与制度理论相连 ,

却又区别于制度理论”(Gerber , 2006)。这种区别表现在:结构分析强

调的是系统性的制度变量造成了部门、组织和职业间工资水平的不同 ,

而不是个人特征层面上制度的区别对待 。

如果说人力资本理论主要从微观层面提出决定人们工资的因素 ,

制度理论从组织的层面修正了人力资本理论关于自由开放市场的不当

假设 ,而结构分析则是通过关注对人们行动的结构性约束 ,再一次把分

析问题的目光投向了宏观的社会结构层次 ,指出了社会资本因素 、制度

因素① 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影响。

社会资本理论关注人们构建社会网络的投资在市场中的回报。从

社会资本理论来考察工人的工资 ,可能联系是复杂的:一方面 ,社会关

系 ,具体说就是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有助于人们获得资源 ,提高经济社

会地位(林南 ,2004;Bian ,1997;Bian &Ang ,1997),而对于工资劳动者来

说 ,当然也应该有得到更多的工资收入的可能。林南(2004)认为社会

网络也是一种资源 ,人们通过对社会关系的投资和利用 ,可以期望在市

场中得到回报。另一方面 ,一些实证研究又证明了人们利用社会网络

或社会资本寻找工作 ,但并不一定可以获得更高工资收入的工作

(Bridges &Villemez , 1986;Corcoran , et al., 1980;Korenman &Turner ,

1996;Staiger ,1990;刘林平等 ,2006)。

如果我们将人们参加社会组织的情况视为社会联系 、社会资本的

一个重要方面 ,那么 ,参加工会等组织的人 ,比之没有参加的人应该具

有更多的社会资本 ,也应该具有更高的工资收入。在美国 ,以往的一些

实证研究证明了参加工会的工人的确具有更高的工资(Paisley , 1980;

Card ,2001)。

从社会资本角度对工资的研究尽管涉及到社会结构 ,但是 ,由人际

网络而建立的社会结构大多是非正式的 ,应该承认 ,正式的社会制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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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我们对制度因素的介绍会包含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制度的介绍和结构分析视角

下社会制度的介绍。



工资的影响当然大过非正式的 。

因而 ,我们转而从制度主义的视角来考察工资问题 。这样 ,企业的

组织制度 ,特别是是否有一个完善的内部劳动力市场 ,是影响工资的重

要因素。威廉姆森等人将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与工人人力资本联系

起来分析 ,他特别关注资产专用性问题 ,认为 ,具有专门技术的人员在

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威廉姆森等 , 2000)。在企业的

雇佣制度中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社会 ,也越来越使用兼职和临时的

工人 ,这对工人的工资有重要影响(Harrison &Bluestone ,1988)。

企业制度对工资具有重要影响 ,但是 ,任何企业制度都处于更广泛

的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之中 。许多学者将工资问题(及更广泛的收入

问题)放在社会不平等的框架中来研究(Gerber , 2006;谢宇 , 2006),他

们认为工资是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显著表现 。在西方社会 ,种族 、

性别都是影响工资的重要变量(Blau &Kahn ,2000;麦克南等 ,2006)。

在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中 ,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也多作为

背景纳入到对工资的分析之中 。怀默霆认为 , 1956年之后 ,中国形成

了一种适用于所有国有单位的“级差工资制度” ,这种制度甚至在文革

中都被基本保留(怀默霆 , 2002)。华尔德则认为 ,在一种单位体制中 ,

形成了工人对企业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 、对工厂领导的政治依附

和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 ,工人获取资源的机会几乎完全在单位内部 ,

工资当然是最重要的资源 ,但是 ,在一种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下 ,工人

的工资长期不做调整 ,表现出罕见的刚性(华尔德 , 1996)。泽林尼认

为 , 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特征之一是劳动力的非市场交换 ,劳动力价格

由国家行政手段决定(Szelenyi ,1978)。泽林尼的分析主要是针对东欧

的情况 ,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也是类似的 。改革开放之后 ,这种情

况发生了变化 ,国有企业工资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实行了奖金制度 ,另

一方面则是引入了记件工资制(傅高义 , 1991)。这些都是市场力量的

引入对工资制度的影响。如果按照倪志伟的观点 ,社会主义经济从等

级制向市场的转变中 ,政治资本的作用会下降 ,教育等人力资本的作用

会上升(倪志伟 ,2002)。但谢宇对改革时期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研究

中 ,并没有发现在经济增长较快(或可以理解为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

城市中党员身份对工资的回报降低 ,也没有发现这些城市中教育有较

高的回报率 ,由此谢宇认为“1988年的中国城市缺乏真正的劳动力市

场”(谢宇 ,2006:192),工资还是受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 ,奖金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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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在区域上的差别也不受市场的调节 ,仍然受单位盈利能力的影响。

还有一篇文章值得特别提及 ,那就是怀默霆的《工人作用的演变》

(怀默霆 ,2001)。文章完整地叙述了中国工人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

放后的变化 ,许多观点都富有启发性。① 这些基于中国社会某一时期

的研究一方面将当时已有的一般性工资模型在中国社会进行了检验 ,

另一方面 ,也通过研究工资问题揭示了中国社会某一发展阶段的社会

经济特征 。本文研究农民工的工资问题 ,也将把以往建立的一般性工

资模型和在其他社会(主要是西方社会)的研究中得出的工资模型放在

当前以转型为特征的中国社会中检验 ,试图建立专门针对农民工这一

群体的工资模型;并由此对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及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

特征进行更深入的理解和探讨 。

我们知道一般性的工资理论和实证模型不能直接套用于中国农民

工的工资问题 ,新古典主义和制度理论较适宜于解释稳定的产业工人

和白领阶层的工资获取 ,用于解释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就显得过于简单 。

此外 ,西方学者主要揭示的是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和经济转型早期阶

段的工资问题 ,这不能替代对于当前社会环境下工资问题的研究 。

农民外出打工 ,其工资水平是怎么确定的呢? 刘易斯说:“为雇用

这种剩余劳动力而支付的维持生活的工资 ,可以决定于对维持生活所

要求的最低水平的传统看法 ,或者说这种工资可能等于维持生计的农

业中的每人平均产品加上一个余量。”(刘易斯 , 1989 1983:45)他认为 ,

农民工的工资是比照农业收入水平确定的 ,当然会比其在农村的生存

收入要高一些 ,这主要是因为城市的生活费用高过农村 ,农民迁入城市

有一个心理落差需要补偿 , 以及工会的作用 , 等等(刘易斯 , 1989 

1983)。

黄宗智将刘易斯的观点运用于考察中国农民外出打工的情况 ,他

认为 ,现在的农村经济模式已经从“男耕女织”转变为“半工半耕” ,农民

外出打工得到的是低工资 ,“低收入的种植劳动和低工资的乡镇企业也

是离土离乡农民工工资相对低的基本原因”(黄宗智 ,2006:32)。

刘易斯的理论和黄宗智的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的现状呢 ?我们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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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比如 ,文章认为 ,在改革开放前 ,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工人地位很高 ,但是农民工做的是临
时工 ,是被另眼相看的。改革开放后 ,在外资企业中 ,工人待遇的区别不在于企业是独资

还是合资 ,而在于是西方资本还是亚洲资本(怀默霆 , 2001)。



面将以他们的认知为基础提出假设并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 。

一般的研究者都指出 ,中国农民外出打工 ,身处一个城乡分割的二

元劳动力市场 ,这是中国转型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 ,也是农民工所面临

的最基本的制度环境(蔡 等 ,2003;李春玲 , 2006)。本文提出的问题

是:在这样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中 ,农民工的工资到底主要是由哪些因

素或变量所决定 ?或进一步说 ,农民工工资的决定机制是怎样的呢?

新古典主义强调人力资本对工资的重要作用 ,制度理论提出了企

业制度的重要性 ,结构分析指出在研究工资时有必要考虑社会资本和

社会环境因素。由此 ,本文将决定农民工工资的变量分为人力资本、社

会资本 、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四个部分 ,具体变量见表 1。

在确定了这些影响工资的自变量之后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人力资本假设。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

相关 ,其中特别是教育程度 、工龄 、职业资格证书的获得以及技能培训

对工资水平有较为强烈的正向影响 。

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前的学校教育 、工龄和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职

业培训构成了明塞尔人力资本模型的主要变量(Mincer ,1974)。明塞尔

还提出分析工资结构时要注意区分工资层级(level of life time earning)

和工资曲线的形状(shapes of wage profiles),即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前

接受的学校教育决定了他们的工资层级 ,而工资曲线的形状则受他们

进入劳动力市场后长时期内人力资本投入的影响 ,这种投入包括培训 、

再学习和职业流动(Mincer ,1989)。国外已有许多研究证实了工作培训

对工资增长的作用(Lillard &Tan , 1986)。职业流动对工资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工作选择和职业匹配上(Jovanovic , 1979)。刘林平等(2006)发

现 ,农民工每流动一次 ,工资都有所增长 。此外 ,明塞尔还提到任何投

资都包含了时间的变量(Mincer ,1974),所以年龄或工龄也必须被考虑

在人力资本模型中。他发现:工资随工龄的增加先经历一段快速上升

期 ,之后增幅减缓 ,到一定程度后持平并最终下降(Mincer ,1989)。

我们把农民工的“本企业工龄”和“总工龄”都作为从时间维度测量

农民工工作经验的变量 。之所以将农民工的“工龄”① 划分为总工龄

(从农村第一次外出以来的年数)和本企业工龄(在目前所在企业工作

的年数),是因为我们认为 ,由于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与国有企业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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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蔡 等人将农民工的工龄叫做“非农工作年数”(2003),这和我们的理解是一致的。



制内的工人是不一样的 ,他们经常跳槽 ,也经常变换岗位(包括行业和

工种),工作经验的积累有其特殊性。“证书获得情况”和“接受培训的

情况”反映的是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培训和再学习的情况 。如

果说农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决定了他们所从事

的工作(或岗位)基本处于哪类工资层级上 ,那么他们在工作后接受的

培训和再学习则影响了他们的工资在某水平上能有多大的变动 。

　表 1　 决定农民工工资的自变量

自变量 因变量:月平均工资

相关系数类型 数值

人力资本

年龄 Pearsons' R .049

性别 eta .228

教育程度 eta .322

职业资格证书 Pearsons' R .209

工
龄

全部工龄 Pearsons' R .202

本企业工龄 Pearsons' R .173

2005年以来的技能培训 Eta .114

换工次数(流动次数) Pearsons' R .131

劳动法认知 Eta .205

社会资本

参加工会情况 Eta .125

请客送礼费用 Pearsons' R .300

是否使用网络增加工资 Eta .025

企业制度

所有制性质 Eta .078

规模 Eta .098

行业 Eta .254

工种 Eta .466

劳动合同 Eta .134

所在企业是否缺工 Eta .025

社会环境

来源地 Eta .187

企业所在地 Eta .127

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 Pearsons' R .011

个人生存消费 Pearsons' R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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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 ,就假设 1形成以下分假设:

假设 1a:教育年限越长 ,农民工工资越高。

假设 1b:总工龄和本企业工龄年限对农民工工资产生影响:农民

工的工资会先随工龄的增加而增加 ,到达一定峰值后下降。

假设 1c:获职业资格证书越多 ,农民工工资越高 。

假设 1d:参加技能培训的次数越多 ,农民工工资越高。

假设 1e:职业流动次数越多 ,农民工工资越高。

在现代社会里 ,法律意识也是人的素质的基本构成部分 ,对于维护

自身权利具有重要作用。农民工对《劳动法》的熟悉程度 ,一方面反映

了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水平 ,另一方面 ,掌握一定的《劳动法》知

识会有助于他们保障自身的工资权益。所以 ,又有:

假设 1f:熟悉《劳动法》对农民工工资有正向影响 ,或不熟悉《劳动

法》对农民工工资有负面影响 。

假设二:社会资本假设。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社会资本相关 ,使

用社会网络和对社会网络投资较多的个体可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

参加工会者的工资收入应该高于未参加者。

农民工是惯于使用社会网络的群体。他们不仅在找工作中使用社

会网络 ,还时常借助社会网络来适应工厂和城市的生活。农民工的社会

网络与他们工资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这里 ,我们只选取与农民工工资最

为相关的社会网络使用情况 ,即在工作中他们是否借助社会关系网络提

高工资。所以 ,有:

假设 2a:在工作中借助社会网络提高工资的农民工其工资会高于

未使用者 。

请客送礼费用可以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变量 ,因为这种

费用是投入构建社会网络的(刘林平 ,2006)。所以 ,有:

假设 2b:请客送礼花费越高的农民工 ,工资越高。

是否工会会员对农民工的工资有没有作用? 这既是一个制度问

题 ,也可视为社会联系的问题① ,我们将之纳入社会资本模型。所以 ,

有:

假设 2c:参加工会的农民工比未参加者工资更高 。

假设三:企业制度假设。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企业制度相关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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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特南就将工会作为美国人拥有社会资本的重要形式之一(普特南 ,2000)。



的企业制度形成了不同的工资标准 。

企业制度包括:企业的所有制性质 、规模 、行业 、工种 、该企业是否

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是否缺工等。其中 ,所有制性质是决定企

业管理制度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也是企业产权制度的基础和表现 ,不同

的产权归属和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工人的权益保障是有影响的 ,也可能

影响工人的工资 。企业规模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 ,将企业规模作为基

本的自变量是因为“规模更可能被视为一种能造就和决定其他结构变

量的独立变量”(斯格特 ,2002:244)。此外 ,企业所属行业和工种也决

定了农民工工资 。由此 ,形成以下分假设:

假设 3a:企业性质影响农民工工资 。企业性质不同 ,农民工工资

不同 。

假设 3b:企业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 ,规模越大 ,农民工工资越高。

假设 3c:企业所属行业影响农民工工资 ,行业不同 ,农民工工资

不同 。

假设 3d:农民工在企业中的工种影响他们的工资 ,工种不同 ,农民

工工资不同。

签订劳动合同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企业对《劳动法》的遵守程度 ,

签订劳动合同的程序也可以认为是企业与农民工协商工资水平和待遇

条件的程序。所以 ,有:

假设 3e:与企业签订了合同的农民工比未签合同者工资更高。

所在企业是否缺工可以看作测量劳动力市场需求在具体企业中的

体现的最主要的指标 ,从经济学法则来看 ,工人短缺应该提高工人工

资 ,我们也将其作为测量企业制度的重要指标 。因此:

假设 3f:企业缺工情况影响农民工工资 , 缺工企业农民工工资

更高 。

假设四:社会环境假设。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经济社会环境相关 。

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他们的“经济社会环境”应该包括打工所在

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进城前所处的农村社会经济环境两个方面 ,同

时包括两者的对比。农民工打工所在城市有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 ,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也有差异 。个人消费水平可以反映劳动力再生产所需

的工资水平 ,也反映所在城市的消费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最低工资

标准反映的是法定工资底线 ,这是政府政策最直接的表现 ,当然也是制

度环境的重要指针。农民工的来源地可以区分他们进城前的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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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所以 ,有以下分假设:

假设 4a:来源地不同 ,农民工工资水平不同 。

假设 4b:打工所在城市不同 ,农民工工资水平不同 。

假设 4c:个人生存消费水平越高 ,农民工工资越高。

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会影响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力和预期工

资。穆曾提到人们都会有一个“预期工资” ,也就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最

低工资 ,人们只会接受高于或等于他们预期工资的工作(Mouw , 2003)。

农民工在看待城市的工资水平时会参照他们在农村中的收入 ,然后形

成他们的预期工资。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与农民工工资可能呈正

相关 ,因为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较低的农民工的预期收入较低 ,他

们更可能比预期收入高的农民工接受低薪工作。所以 ,有:

假设 4d: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之比越高 ,农民工工资越高。

这些假设正确与否 ,哪些假设可以得到验证 ,哪些假设将被否证 ,

被否定的假设为何被否定? 相信经过数据验证和分析之后 ,农民工工

资的决定机制有可能会显现出来。

二 、样本情况 、工资制度和工资水平

2006年7-8月 ,我们对珠三角地区在企业工作的农民工进行了问

卷调查。调查以珠江三角洲城市外来人口比例作为样本分配依据 ,着

重控制了行业、性别和地区分布三个指标 ,发放问卷 3100份 ,回收有效

问卷 3086份 ,基本情况见表 2。

问卷询问了农民工工资的计算方式 ,回答结果见表 3。

表3显示 ,农民工的工资计算方式完全实行月薪制的不到一半 ,大

部分是各种形式的记件工资制 。问卷的数据还表明:尽管大部分人

(65.4%)加班都有加班工资 ,还是有四分之一的人(25.7%)明确回答

没有;有接近四成((37.8%)的人没有工资单;一半以上的人的工资要

推迟发放(52.4%),这些数据说明 ,对农民工所实行的工资制度的正规

化程度并不高。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工资水平 ,问卷使用了多个指标来测量 ,结果见

表4 。

在表 4中 , “一般月工资” ,我们在问卷中询问的是你在目前所在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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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月工资是多少;“最高月工资”和“最低月工资”问的是 ,在 2006年 ,

你拿过的最高的和最低的月工资是多少元;“上月实际拿到的工资”问

的是 ,你上个月一共拿了多少钱 ,由于调查时间是在 2006年 7 月和 8

月 ,实际问的是 6月和 7月拿到的工资 。四个问题的回答数据比较稳

定 ,而对平均数的多次测量最接近真实的平均值 ,因而可以说 ,珠江三

角洲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大约是 1100元。

　表 2　 样本基本情况

选项 频数(%)

城市

广州 415(13.4%), 深圳 758(24.6%), 珠海 194(6.3%), 佛山 273

(8.8%),肇庆 198(6.4%),东莞 612(19.8%),惠州 205(6.6%),中山 199

(6.4%),江门 232(7.5%)

年龄

25岁及以下:1631(52.8%), 26-30 岁:510(16.5%), 31-35 岁:393

(12.7%), 36-40岁:279(9.1%), 41-45岁:147(4.8%), 46-50岁:70

(2.3%), 51-55岁:38(1.3%), 55岁以上:16(0.5%)

性别 男 1639(53.1%),女 1447(46.9%)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571(18.5%),初中:1582(51.3%),高中:473(15.3%),中专

或技校:366(11.9%),大专:91(2.9%),不清楚:2(0.1%)

婚姻状况
未婚:1701(55.1%), 已婚:1342(43.4%), 离婚:30(1.0%), 丧偶:12

(0.4%)

证书获得情况 有证书 637(20.6%),没有证书 2448(79.3%)

家庭人口数量
4人及其以下:1374(44.5%), 5-9 人:1627(52.7%), 10-15 人:77

(2.5%), 16人及其以上:6(0.2%),不清楚:2(0.1%)

　表 3　 农民工工资的计算方式

工资计算方式 频数 %

记件 581 18.8

计时 593 19.2

提成 146 4.7

按天计算 283 9.2

月薪制 1360 44.1

有时记件有时计时 79 2.6

底薪加提成 100 3.2

其他 5 .2

不清楚 1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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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测量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多项指标(元)

选项 频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众数

一般月工资 3006 1092.80 561.876 1000

最高月工资 2951 1320.03 766.764 1200

最低月工资 2953 918.82 538.643 800

上月实际拿到的工资 2925 1092.32 645.855 800

总平均值 2815 1107.80 473.567 975

三 、变量 、模型和结果

根据本文的基本假设 ,我们建构了农民工工资的人力资本模型、社

会资本模型 、企业制度模型 、社会环境模型和综合模型 。

人力资本模型以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对数作为因变量 ,以性别 、年

龄 、教育年限 、总工龄 、本企业工龄 、证书获得情况 、接受培训情况 、流动

次数(换工次数)、对劳动法的认知程度① 9个变量为自变量 。

社会资本模型中 ,我们以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对数作为因变量 。

控制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所有变量 ,在自变量部分加入月请客送礼费、是

否使用网络增加工资 、有没有参加工会② 3个测量社会资本的变量。

企业制度模型中 ,我们同样以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的对数作为因变

量 ,控制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所有变量 , 加入企业的所有制性质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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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问卷中 ,所有制性质分类为:国有 、城乡集体 、私有和外资(欧美 、日韩 、港澳台和其他)。
在企业制度模型中 ,我们把所有制性质做变量的虚拟化处理 ,形成 3个二分变量, 分别是

“集体企业” 、“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 ,并以“国有企业”为参照类。

问卷中 ,对工会参与情况的测量 ,所询问的问题是“您打工的企业中是否有工会组织” ,回

答结果分为 5类:1、有 ,我是负责人;2 、有 ,我也参加了;3 、有 , 但我没参加;4 、没有;5 、不
清楚。我们将前两项合并为参加了工会的情况(赋值为 1),后三项合并为没有参加工会

的情况(赋值为 0),形成一个测量工会参与情况的变量。

在问卷中,我们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测量分 5个等级: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和
技校 、大专 ,转换成教育年限分别赋值为:6年、9年 、12年 、13年和 15年。对“证书获得情

况”的询问是“您是否获得过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 、技术等级证书” ,回答结果是:1 、
没有(赋值为 0);2 、有 ,有几个(赋值为具体数值 n , n>=1)。“接受培训情况”询问的是

2005年以来在打工地接受过技能培训的次数 ,没有为 0。“流动次数”指农民工的换工次

数 ,没有换过工的情况赋值为 0。“对劳动法的认知程度”回答的结果划分为 5个等级:很
熟悉 、比较熟悉 、一般 、不熟悉和完全不知道。在人力资本模型中我们把“对劳动法的认

知程度”处理成“不熟悉劳动法”这 1个虚拟变量纳入模型 ,并以熟悉劳动法为参照类。



模①、行业 、工种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企业是否缺工 7个变量表示企业

制度 。

社会环境模型中 ,因变量依旧 ,控制人力资本模型中的所有变量 ,

并将农民工的来源地 、企业所在地 、个人生存消费 、打工收入与农业收

入之比这几个社会环境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了模型。

将这些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之中 ,便得到了表 5的结果 。

表5显示 ,在人力资本模型中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证书 、培训 、工龄

(包括总工龄和本企业工龄)、流动次数和对劳动法的熟悉程度都对农

民工的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年龄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将总工龄

和本企业工龄纳入人力资本模型时都分别加入了它们的平方项 ,表 5

中它们的平方项均为负值 ,说明总工龄和本企业工龄的作用应该是一

条下拱的弧线 ,即随着总务工年数的增加或在本企业中工作年数的增

加 ,农民工的工资先随之增加 ,到达一定峰值后开始下降。这基本符合

明塞尔对工资曲线的描述(Mincer , 1989)。值得注意的是 ,在模型 Ⅰ中

我们不仅纳入了工龄的变量 ,还纳入了年龄的变量 。通常 ,人力资本模

型中工龄和年龄两者纳入其一即可② ,这背后的逻辑是:大多数人都在

某一特定年龄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 ,年龄增加 ,工龄也增加 ,工龄和年

龄在人力资本中都代表着经验 。

而农民工的问题却复杂许多:有的农民工在年龄较大时才进城务

工 ,这部分人年龄大但工龄却短;而另一部分农民工进城较早 ,可能在

很年轻时就已经积累了较多工作经历。所以 ,农民工工龄和年龄的变

化并非一致 ,两者应该分别作为对工资的影响变量纳入模型 。同样 ,我

们将年龄纳入模型时也加入了年龄的平方项 ,因为我们假定年龄对工

资的作用也应该是一条下拱曲线 。而根据表 5的结果 ,年龄的系数为

负值(回归系数=-.014 ,p<.01),其平方项的系数为 0 ,这意味着农民

工年龄对工资的作用不是一条下拱曲线 ,而是一条斜率为负值的直线 ,

即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年龄越大 ,工资越低 。这一结果正好说明

126

社会学研究 　2007.6

①

② 如倪志伟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研究 ,在模型中只纳入了年龄和年龄的平方 ,以代表工
作经历(2002)。谢宇对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研究 ,在模型中只纳入了工作年数和工作年

数的平方(2006)。

在问卷中 ,企业规模分类为:9 人以下, 10-29人 , 30-99 人 , 100-299人 , 300-999人 ,
1000-2999人 , 3000人以上。在模型中 ,合并为:100人以下 , 100-999人 , 1000-3000人 ,

3000人以上 ,其中以“ 100人以下”为参照类 ,其他 3类形成企业规模的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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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先前我们所提出的农民工工龄和年龄的变化并非一致的观点 。

社会资本模型所展示给我们的是 ,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条件下 ,使用

人际网络和用于建构人际关系网络的费用与工资之间并没有大的关

系 ,前者的回归系数通不过检验 ,后者系数仅为 0.001(p<.01)。但是 ,

与参加工会相比较 ,不参加工会对工资有负面影响 。

我们认为 ,关系网络的使用对工资的作用是复杂的 ,但是 ,显然一

般性的关系网络与工资之间并没有直接联系 ,无论从网络规模① 还是

从建构网络的费用来看 ,或者直接看当事人是否使用网络为自己增加

工资 ,都没有发现直接的作用 。对此 ,我们将另做研究 。

企业制度模型的结果是清楚明了的: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条件下 ,农

民工的工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工资比

从事第一产业的高 ,相比之下 ,从事第三产业工资更高;不同工种的工

资从高到低依次为管理人员、其他工种 、技工 、文员和普工;而企业所有

制性质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企业缺工情况都对工人工资无显著影响 。

社会环境模型中 ,在控制人力资本的条件下 ,打工收入与农业收入

之比 、个人生存消费两个变量对农民工的工资没有影响;企业所在地的

珠江三角洲各城市之间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著性差异;除了来自湖北

和其他北方省份(不包括河南)的农民工工资低一些之外 ,来自其他各

省的农民工工资都没有显著性差异 。

最后 ,通过对变量的筛选② ,我们得到了农民工工资的综合模型 。

人力资本中的性别 、教育年限 、培训 、总工龄 、本企业工龄 、劳动法熟悉

程度(不熟悉劳动法)、换工次数等变量 ,企业制度中的企业规模 、工种

(管理人员 、其他 、技工 、文员)等变量纳入了模型中 。用公式表示为:

logY=6.292 +.136X1 -.012X2 +.042X3 +.050X4 +.028X5 -

.001X5
2
+.023X6 -.001X6

2
+.010X7 -.043DL1 +.047DS1 +.087DS2 +

.122DS3+.366D1+.187D2+.177D3+.335D4+ε

其中 ,Y表示农民工月平均工资 ,ε是残差项。X1 表示性别 , X2 表

示年龄 ,X3表示教育年限 ,X4 表示接受培训情况 ,X5 表示总工龄 ,X6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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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首先将之前的人力资本模型 、社会资本模型 、企业制度模型和社会环境模型的所有

变量都纳入到综合模型中 ,然后逐步将通不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剔除 ,最后再将剩
下的变量进行回归 ,得到最终的综合模型。我们也曾尝试使用 SPSS中 stepwise程序进行

变量筛选 ,但发现计算机的筛选较为机械 ,所得结果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变量的实际意义。

我们曾经将农民工的朋友数量作为自变量放入模型 ,其回归系数也通不过检验。



示本企业工龄 ,X7 表示换工次数 ,DLi(i=1 , 2)表示法律认知的虚拟变

量(其中 DL1表示不熟悉劳动法 ,DL2 表示很熟悉劳动法);DSj(j=1 , 2 ,

3)表示企业规模的虚拟变量(其中DS1 表示规模在100-999人 ,DS2 表

示规模在 1000-3000人 ,DS3 表示规模在 3000人以上);Dk(k=1 ,2 , 3 ,

4)表示工种的虚拟变量(其中 D1 表示管理人员 , D2 表示技工 ,D3 表示

文员 ,D4 表示其他)。

根据综合模型的结果可以知道 ,决定农民工工资的变量绝大多数

来自人力资本 ,一部分来自企业制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性别

为男性 、教育年限较长 、接受过培训 、总工龄和本企业工龄较长 ,换工次

数较多的农民工可能得到较高的工资 ,不熟悉劳动法对农民工工资有

负向影响 。从综合模型所纳入的企业制度变量上看 ,企业的规模和工

种都是影响农民工工资的重要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 ,企业

规模越大 ,农民工工资越高;与普工相比 ,管理人员 、技工 、文员及从事

其他工种的农民工可以得到更高的工资 。社会环境模型中没有变量能

够纳入综合模型 ,说明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影响。社会资

本模型中的所有变量在综合模型都不起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资

本对农民工工资完全没有影响 ,也许应该对社会资本进行更细致的测

量和更深入的研究。①

四 、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基本

结论:

1.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民工工资的基本变量。在综合模型中 ,人力

资本变量对工资的解释力占该模型解释力的 46.5%。在人力资本变

量中 ,性别 、受教育程度 、总工龄 、劳动法认知 、本企业工龄 、技能培训和

换工次数对工资有显著影响 ,职业资格证书则没有显著影响。在有显

著影响的变量中 ,除年龄外 ,其他变量的影响都是正向的。除了假设

1c被否证外 ,其他人力资本假设都被证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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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张春泥 、刘林平:《网络的差异性和求职效果———农民工利用关系求职的效果研究》 ,

未刊稿。



2.社会资本变量对农民工的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当然 ,在只控制

人力资本变量的条件下 ,没有参加工会(对照参加工会)对农民工工资

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是 ,当加入其他的变量之后 ,这种影响就变得不

显著 。这否证了假设二。

3.企业制度也是决定农民工工资的基本变量。在综合模型中 ,企

业制度变量对工资的解释力占该模型解释力的 44.6%。企业制度变

量中的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 ,其他变量的影响则

不显著。企业规模与农民工工资呈正相关 ,规模越大 ,对农民工的工资

越有较高的正向影响;工种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 ,

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是:普工 、文员 、技工 、其他和管理人员 。工种是一

种分类机制 ,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通过受雇于不同的工种来体现人力资

本的差异 。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是否签订

劳动合同亦是如此 ,令人意外的是:企业的缺工情况对工资也没有显著

影响 。这些结果证实了假设 3b 、3d ,否证了假设 3a 、3c 、3e 和 3f。

4.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影响。农民工不论来自哪

里 ,不论他们家庭农业收入的高低 ,不论个人生存消费的多少 ,也不论

在哪一个城市工作 ,工资都没有显著差异。这否证了假设四 。

由此 ,我们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和企业制度是决定农民工

工资水平的基本因素 。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

平没有显著影响 。在企业制度中 ,企业规模和工种对农民工工资有显

著影响 ,规模越大 ,工资越高 ,工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

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

如此 。所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如来源地、企业所在城市、打工收入与农业

收入之比和农民工个人生存消费都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

在上述结论中 ,令人意外的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工资在不同所有制

性质的企业和不同地区没有差异性呢? 这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

一般来说 ,不同性质的企业可能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在

对劳资关系的研究中 ,我们曾经认为 ,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处理劳资

关系的社会主义传统;城乡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和城市的集体企

业)是社区型的企业 ,劳资关系深深地嵌入到社区的人际关系网络之

中 ,人情关系削减了劳资关系;私有企业大多是由个体经济发展而来 ,

由于产权特性和规模不大 ,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对劳资关系的处理比

较简单粗糙;就外资来说 ,欧美企业有所在国较为深远的法制传统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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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劳资关系的模式可能是“法治化”的 ,日韩企业次之 ,港台企业更次之

(万向东等 ,2006)。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 ,我们提出了影响工资水平的

差异性假设。

但是 ,与差异性假设相反 ,也存在无差异性假设。这个假设的基本

依据是:(1)国有企业尽管存在着处理劳资关系的社会主义传统 ,但是 ,

这一传统可能由于一系列的市场化管理改革(如减员增效 ,打破铁饭

碗 ,下岗分流 ,绩效工资)而消失;而国有企业对农民工的使用从来都是

另眼相看的 ,在改革开放前 ,也有少量农民被国有企业雇用 ,但是 ,他们

的工资和福利明显不如正式工人(怀默霆 ,2001);(2)外资企业 ,不论何

种外资 ,来到中国都是为了廉价地使用劳动力 ,对劳动力市场最低端的

农民工尤其如此;(3)乡镇企业在发展之后 ,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 ,人情

关系网络的作用消失;(4)由于户口制度的区隔 ,地方保护主义政策的

实行 ,外来农民工的待遇普遍低于本地工人。

回归分析的结果告诉我们 ,企业性质对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影响 。

这强有力地支持了无差异性假设 ,而否证了差异性假设 。彭玉生曾分

别对比中国城乡之间的工资决定机制和农村中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工

资决定机制。他发现农村中公有企业 、半私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工

资决定机制没有差异 ,而有差异的是城市国有企业和农村企业间工资

的决定机制(Peng ,1992)。这说明在中国 ,国有企业对其正式员工有一

套区别于市场体制的工资决定机制 ,但这套机制并不适用于农民工。

无差异性假设的证明告诉我们 ,农民工在什么性质的企业都是农

民工 ,差异性可能在于用工制度的二元结构 ,在于高端的劳动力市场 ,

而不是低端劳动力市场。

我们再来讨论地区的问题 。

地区作为一个变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综合地体现了政府的

政策(对农民工工资影响最大的是最低工资标准)、社会和经济发展水

平 、生活水准 、习惯和传统 ,等等。

围绕农民工的来源地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主要形成以下两个假

设:其一 、差异性假设 。假定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习惯传统将

影响农民工对工资水平的接受程度 ,进而影响工资水平 。我们所提出

的假设 4a 就是这样 。其二 、无差异性假设。该假设认为外出农民工到

珠三角打工 ,工资水平都高出了他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水平。

从农民工的来源地看 ,除天津 、新疆和西藏外 ,我们的调查样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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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其余各省(市 、自治区)都有分布。尽管各些地区的经济 、社会

发展水平和习惯 、传统有异 ,但是 ,这些差异性并不能影响农民工的工

资水平。这否证了假设 4a。

由此 ,农民工来源地对工资水平的无差异性假设成立。

同样 ,围绕企业所在地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也形成了两个假设:其

一 、差异性假设 。假定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不同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有差异 ,这些都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我们所提出的假设 4b就是

这样 。其二 、无差异性假设。假定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很低 ,或者没有得

到认真执行而对工资水平不起作用。而且 ,珠三角各城市之间社会经

济水平已经一体化 ,各城市间工资水平差异不大。

在我们的研究中 ,企业所在地的珠江三角洲 9个城市 ,最低工资标

准是有差别的 ,社会与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 ,但是 ,这些差异性不

能显著性地影响农民工的工资 。① 这说明 ,在珠江三角洲已经建立起

一个统一的低工资的低端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可能与长江三角洲及

其他地方有差异 ,但是 ,在其内部 ,似乎形成了企业之间的价格同盟 ,都

是廉价地使用农民工 。

因而 ,我们认为 ,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

的 ,高度市场化的 ,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 ,也少受劳动

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的 ,没有地区性差异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

的低工资 。农民工的低工资已经成了企业的惯例 ,也为社会广泛接受 。

“报酬也是一种制度工具”(Stinchcombe , 1997:17)。我们说农民工

的工资水平不受社会环境变量的影响 ,并不是说农民工的工资制度不

受社会环境影响 。农民工低工资的制度安排 ,表面上是通过其人力资

本(工种也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的分类机制)和企业规模实现的 ,实际

上它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共识 ,是市场的共识 ,也是社会的共识。不同所

有制性质的企业 ,不同行业 ,不同地区 ,也不论农民工来自哪里 ,不论他

们家庭经济情况如何 ,在珠江三角洲 ,农民工得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被

“合法化”的低工资的制度安排 。这种无差异性 ,对现存的市场和资本

制度 、社会分层机制和二元结构的合理性提出质疑。而要改变这样的

一种制度安排 ,首要的任务 ,也许就是对这一制度做透彻的研究 ,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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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说最低工资标准不起作用 ,是在地区差异性的基础上说的 ,在不同的时点上, 最低工

资标准可能还是有作用的。



我们的认识诉诸社会公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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